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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一提起五四运动，人们就会想起当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和他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在
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①[《七大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因
爱国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而且，在五四爱国运动中，陈独秀与他的新文化运动战友又及时报
起了引导运动的作用。最后，又是他收获五四运动的成果，组织共产党，把五四运动引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仁的论述，把五四运动不局限在1919年，而是上溯到1915年，下探到1921年；
括新文化运动和中共的成立。所以把1915～1921年称为“五四运动时期”。这就是说，我们平时所指的五四
义的，专指1919年的爱国运动；一种是广义的，包括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爱国运动、及其延
义，甚至延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今后中国现代化的彻底实现。 

  有一些学者，不同意广义的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毫无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人，一是运用了不同的方法
来考察；二是可能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愿意接受毛泽东、共产党的观点，更不愿意看到五四运动与中共成立的
的，有些人对新文化运动有偏见，“似乎故意低估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五四运动”并不是由新文化
运动的领袖们，大体上说来也不曾领导过，甚至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①[周予同：《过去了的五四》，《中
对此评论说：“把五四时代的爱国活动和新文化运动或其他活动分开来做专题研究，自然可以；但这决不能
体或主流。”②[《五四运动史》（上册），第3页，明报出版部，1981.]这个见解是深刻的。 

  关于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领导者是谁？由于过去的研究者带有太多的党派色彩，争论很大，如：国
是孙中山国民党领导的③[《总理鉴临下的“五四”运动》，见《“五四运动”资料特辑》，第13页，时代出版社，
的陈诚等人则认为五四运动是青年感情冲动的、自发的、甚至是被投机者和政治派系利用的运动。④[陈诚
“五四”纪念而作》，见《“五四运动”资料特辑》，第2～3页。]而大陆方面的学者，则多数认为是“具有初
导了五四运动。这些说法都不太符合历史实际，缺乏说服力。 

  二、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表现的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之高，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而
是由陈独秀为主帅的新文化运动准备的。 

  从1840年外国列强入侵中国，把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起，中国人民受尽了屈辱和苦难
40到1914年，中国人民虽然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康梁维新
失败而告终。当时的人们，特别是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先进分子，对这种斗争为什么屡起屡折的问题，找不到答案。面
治和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危机日益严重的局势，人们感到仿徨和苦闷。 

  就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陈独秀独辟蹊径，提出中国要独立富强，要实现近代化，当前不是直接
一场思想文化革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即改造国民性，彻底清除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各种宗教迷信思想
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就是说：要救亡，首先要启蒙。 

  自然，改造国民性，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并不是陈独秀天才脑袋中突然想出来的，而有历史发展的
洋务运动。当时清朝统治者中的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实际上是承认了中国文化的不足。后
少数激进分子在论证他们的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时，曾经攻击到儒家的纲常伦理学
气，形成近代中国第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当时的孙中山、陈独秀及毛泽东，都深受这股潮流的影响，一度

  对于辛亥革命时期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学术界有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是无声无息的。”
动》，《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5期。]香港学者陈万雄先生在深入研究这个时期的大量报刊后，对此提出
建思想虽有冲击，但“严格地说仍未算达到全盘地反省和检讨传统文化思想的地步，在思想界或社会上更
一种具革命性的反传统文化的革新思想潮流从1903年开始“才真正出现”。而这股潮流，正是“五四新文化
流》，第119、123页，三联书店，1997.]陈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在论述这个观点时，他对陈独
个过程中所起的反传统文化革命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因为，陈独秀在他参加的1903年拒俄运动被
的更深刻的思考，创办了一份报纸《安徽俗话报》，集中探讨中国危亡和历次救亡运动失败的原因。结果，他

  他说：“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中国人有两大不好的性质足以造成“亡国”
二，“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②[三爱：《亡国的原因》，《安徽俗话报》，第17期。]这就是
下，是没有关心国家命运的政治觉悟的。所以，救亡应从根本上着手：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于是他以“三
俗的话语，向广大普通老百姓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和阐述：讲述了当时中国面临着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危急形
利益的关键词作为切人点，以“国亡家破，四字相连”，阐述了“家”与“国”的关系，启发国民关心国
国家主权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不能让“皇帝一人胡为”的民主思想；同时批判了社会上种种迷信天命的



识…… 

  由于这样的内容，《安徽俗话报》发行半年即达数千份，全国各大城市均设有代办处，一时驰名全国
命形势风雷激荡，陈独秀也被裹挟进去，直接进行政治革命。在这年秋天《安徽俗话报》出至22期后，不得不停刊。所以，如果
《安徽俗话报》的白话报有一大批（1903～1909年有案可查的有15份），形成了一股小小的“反传统的文化革新潮流
成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所以，它在当时国民中没有发生多大影响，一般国民仍如鲁迅小说《药》中吃人血
化的知识分子中也是如此，多数如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留学生也如“假洋鬼子”那样，只知道在革命中投机。而且
大的影响，因此，如后来陈独秀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的目标与结果，定位在一“单调的排满”，即种族斗
少数军人政客而不是广大民众。这也是辛亥革命不彻底、遭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辛亥革命失败后，随着袁世凯政治上的复辟，文化上的复辟也跟踪而来。孔孟封建思想又被抬到至高
“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 

  在这股复辟潮流的影响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封建教条更加严厉地窒息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
苦的折磨，生活悲观，甚至自杀，揭露出孔教的“吃人，吃孩子”的本质。国民连自身的生存权利都没有保障，何有
起而救亡的觉悟。 

  正是在这种众人皆醉皆迷时，陈独秀在经过一段短暂的苦闷和访徨后，清醒而顺理成章地又回到改造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一创刊，陈独秀就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声言要彻底改造国民性，造就一代
“新青年”。这种青年的六条标准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
学的而非想象的。这了实现这个目标，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以振聋发聩的气势和无比锐利的战斗力，向中
最落后、最保守、最反动的部分——“儒家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老庄、佛教的退
想、观念服务的旧教育、旧文学发起猛烈攻击，掀起一场又一场革命。其中振动最大的是伦理革命、宗教

  陈独秀一直把这场运动的重点放在批判儒家的伦理学说，指出“三纲”之说把全国每一个人都变成没
权利的奴隶，必须彻底推倒。 

  这次运动与当年办《安徽俗话报》时不一样，不是从“家”与“国”的关系，从“家”的利益出发，
而是从“人”与“家族”（封建社会和国家的基石）的关系，即从“个人”的利益（人权）出发，来启发
陈独秀指出，伦理的觉悟比政治的觉悟具有更深的层次：“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
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关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他认为：“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
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②[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这就把人的解放
救亡统一起来了。 

  新文化运动经过几年的斗争，在全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在青年一代中，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发
破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的束缚，团结到《新青年》周围来，先是为个人的“天赋人权”而斗争，继而走上
路。他们组织各种社团，创办类似《新青年》的刊物，形成一支既从事文化革命，又进行政治运动的强大
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必然走上政治斗争之路，启蒙向救亡转化，从而与五四运动发生关系呢？新文化运动启动时
政”的，即“20年不谈政治”。但此约并不表明他们不关心政治，而是要从思想文化人手，从根本上解决
如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等关系到卖国、亡国的重大政治问题，就不能不谈。陈独秀在回答当时责问《新青
“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
物”，“乃中国旧式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①[《答顾克刚》，《新青年》，第3卷，第5号。]
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
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其速醒！”②[《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期。

  三、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组织条件 

  北京和全国五四运动的参加者状况显示，不到四年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充足的组织条件和群
层次：（一）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除了上述陈独秀是“总司令”之外，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一个重要的精神
由”为办校方针，不拘一格用人才，以三顾茅庐之诚，把当时没有学位、没有教授职称的陈独秀从上海请
重任，并允许其把《新青年》也移到北京办理。同时又把一大批有新文化思想的学者延聘到北大，才使陈
起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终使在上海进行了一年多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壮大扩展到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运动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蔡元培及其特殊的思想和措施，就没有新文化运动，即便有，也不会有那样的影
秀、胡适那样的鲜明的新文化改革思想，并在新文化运动和陈、胡、钱等人受到保守势力攻击时，尽了保
击新文化运动最猛烈的保守派人士林纾一封回信，竭力为新文化运动辩护，逐条驳斥了对方的污蔑和攻击

  特别要指出的是，蔡元培本人就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思想情操对五四学生运动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影

  对于学生，虽然他认为最重大的责任是读书，政治集团和学校之间不应该有什么关系；但他不像胡适
治有兴趣的学生，可以以个人身份加人任何政治集团；学校可以对他们加以劝告，但不可干涉他们的自由
团。虽然这些社团开始是带有学术、娱乐和服务性质的（如学生会、新潮社等），但一旦组织起来，在政治
织或带上政治色彩。 

  从当时三位亲历者何思源、叶景莘、许德珩回忆1919年5月2日和5月3日蔡元培亲自推动运动的情况①[
《北京文史资料》，第4辑，第67页；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见闻》，《五四运动回忆录



十周年》，《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来看，说蔡元培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
元培又为营救被捕的学生而奔走，取得成功。可以说，蔡元培是仅次于陈独秀的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所以
说：“五四运动……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元培、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
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不过，说起其他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只提胡
时的实际。因为，无论从新文化运动，还是从爱国运动方面，李大钊当时在青年中的影响都比胡适大。李是
想上一致的最亲密战友和助手，而且是最早把十月革命和苏俄的影响及马克思主义引进《新青年》和新文化
运动中，由于陈独秀早在3月已被迫辞职离开了北大，胡适由于陪杜威去上海活动，也不在北京。只有李大

  胡适在上海接到陈独秀等人的信了解北京学生游行事件后，颇不以为然。他一贯主张学生应该专心读书
国”，主张进行新文化运动，改造落后的国民性，进行文学革命，特别是白话文运动；而政治救亡工作应该
治运动高潮时，自然是不合时宜的，但从长远来看，也不无深刻性。“教育救国”，本来也是新文化运动
这种主张会得到相当的响应。这是运动后期一部分学生运动领袖跟随他跑的主要原因，再加上他在运动前新文化
望，所以胡适可以说也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 

  （二）群众基础之一——除以上四人外，在1919年五四前，新文化阵营的其他干将还有十余人，他们
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支持和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如6月9日与陈独秀一起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
[参见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三）群众基础之二——

  五四前，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的作者，除了以上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之外，还有九十多人。
参加新文化运动，同情、支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的同时，年轻者在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深刻教育、启发和影
代英、毛泽东、傅斯年、罗家伦。 

  （四）群众基础之三——《新青年》与《每周评论》的读者群和直接与陈独秀通信、接受新文化及爱

  这个人数有多少？难以正确统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很多很多。单以1919年5月前《新青年》上刊登的
的极少一部分），其中陈独秀亲自公开答复的读者就有32人之多。就《新青年》论，1917年以后，“五四
一人读一份，就是1．6万人。而像北大、长沙第一师范等校，一份杂志往往是十几人甚至几十人阅读，那
万，而且多集中在中等以上学校的青年学生中。就此而论，说《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为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五四
是不为过的吧！自然，阅读和写信给陈独秀新青年社的，并非都是拥护陈独秀主张和新文化运动的，但是衷心
轨迹，甚至组织社团，进行活动的青年，也不是少数。 

  毛泽东曾回忆：“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①[转引自斯
店，1979.]《每周评论》创刊后，影响更是扩大。胡适说：那时，“各地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
白话。”所以用白话，就是为了启发民众的救亡觉悟。“有人估计，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
适选集》，第16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五）群众基础之四——北大和北京学生运动领袖。 

  鉴于五四运动是以北大和北京学生为先锋首先发起的，所以，我们还应特别指出以陈独秀、蔡元培、李大
动，还亲手培养了北大和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 

  五四运动的爆发，以五三之夜的预备会议和五四游行为标志。这两个事件的组织者是国民社和新潮社的骨干，即
斯年、罗家伦等。这些学生运动领袖都是当时陈独秀等人正在亲自教诲的学生。他们的经历和回忆③，[参
秀评论选编》（下）；博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期；罗家伦：《逝者如斯集》，台北
7.]表明他们与陈独秀的关系十分深切。特别是傅斯年、罗家伦创办“新潮社”和《新潮》杂志是受到陈独
的。 

  段锡朋以北大学生会和北京市学联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五三之夜的预备会议。6月5日，他与许德珩等作
界代表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上海各界联合会。段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学生斗争的经验。会议克服了
罢”，不达目标，誓不反顾。6月16日，段又在上海主持全国学联的成立大会，并出任会长。6月21日，巴黎和
上海各界联席会议，通过对内对外宣言，坚决反对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终于取得胜利。可以说在整个
袖。 

  五四当天游行的总指挥是博斯年，起草游行中散发的最重要的白话文传单的是罗家伦，谒见美国公使的四位
家伦、段锡朋。 

  这里，顺便对过去在大陆上长期流行的一种说法，提出异议。这种说法认为：五四运动是“具有初步
此而把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等这些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排除在外。①[华岗：《五四运动史》，第
运动在北京》，第170页，北京出版社，1979.]这种说法的根据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的有关论
为第一，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并非都是《甚至主要不是）后来参加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北京是如此，全
立的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领导成员名单中，就可清楚地看出。 

  第二，把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定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因为当时他们“赞成俄
当时“新潮社”的领导人傅斯年和罗家伦比谁都激进，甚至比他们的老师陈独秀、李大钊还要激进。这可以用他
大量文章来证明。所以，若以“赞成俄国革命”此一标准来衡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把傅斯年、
相矛盾的。 

  总之，谁领导了五四爱国运动？只能有一个标准，即看其在当时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从思想倾向上
述文章中也承认，当时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分化：“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
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3页，人民出版社，1986.]还需指出，被毛



总司令”的陈独秀直到1920年初才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所以，如果硬要在思想上给五四爱国运动的领导者定格，那
者和爱国主义者。 

  （六）群众基础之五——当时同情、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一些进步党和国民党人。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和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表现得相当活跃，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所以
《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主要原因。因此，两党分别从1918年春天和五四运动后期起，他们的机
呼应，宣传新思想，甚至传播马克思主义。 

  四、对五四运动的指导 

  在三四年的新文化运动为救亡运动准备着以上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的时候，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
定德国掠夺去的我国山东权利是否能归还中国的重大政治问题，摆到了全国人民面前。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
年》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于12月22日，创办了一份专门报道评论巴黎和会和山东问题、推动政治运动的刊物
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又是指导五四运动的一面旗帜。 

  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接过当时人们的口头禅“公理战胜强权”，提出了两大主义：“第一不
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 

  接着，12月29日，陈明确提出欧战后东洋民族的两大“觉悟与要求”：对外，“人类平等主义，是要
见”；对内，“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①[《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每周评论
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纲领的两面旗帜——反帝反封建。 

  1919年1月19日，关于国内的斗争，陈又提出更具体的目标，即“除三害”——军人、官僚、政客。更可
式：“相当规模的示威运动”和“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②[《除三害》，《每
和会表现出由“五个强国在秘密包办”，将“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的态势时，陈又在《每周评论》上立即
露，而在3、4月份，当日本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充分暴露侵吞我国山东权利的野心时，《每周评论》立即
协定以来的种种侵略中国权利的罪恶和北洋政府为满足这些侵略要求所干的一系列勾当——这里，实际上
地举起了反日反北洋政府的旗帜。 

  5月4日前夕，当得知五四当天将有学生示威游行的行动时，陈立即在当天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
“人民起来直接解决”的冲锋号，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
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

  五四运动发生后，陈独秀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针对敌我友各方的动向，更及时发出鲜明而强烈的政
运动朝着正确而彻底的方向发展。 

  5月11日，针对北洋政府镇压爱国学生和学生运动只注重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情况，陈独秀列
为，指出斗争矛头不能仅仅指向作为政府“机械”的三个卖国贼，而更应指向造成这些“根本罪恶”的北京政府。
—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每周评论》，第21号。] 5月18日，针对北京的运动总是局限在学生阶层
省的问题的错误认识，陈独秀又发表文章《敬告中国国民》应该全民起来奋斗。②[《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
后，针对反动当局不断镇压和逮捕学生，而运动中又出现妥协和厌倦倾向，陈独秀在5月26日和6月8日，又及
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提出了
理！平民征服政府！③[《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每周评论》，第23号。]又谆谆告诫在运动中受尽磨
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人监狱，出了监狱就人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
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④[《研究室与监狱》，《每周评论》，第25号。]从此，“出了
室”，就成为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的座右铭。毛泽东在指导湖南五四运动的刊物《湘江评论》创刊号中，就直接引用了

  特别是6月9日，为了推动运动进一步深人，陈独秀竟不顾大学教授的身份，亲自起草了内容，印成中英
又亲自到闹市区去散发，不幸被暗探逮捕。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宣言》中明确提出的五条“最低要求
“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表现了反日的彻底性；不仅免除曹、章、陆三位卖国贼，还要免除掌握
王怀庆的官职，并“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部两机关”——这就把一般的政治运动，导向革命的道路了。

  综上所述，陈独秀及其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战友们——蔡元培、李大钊等，以《新青年》为阵地，唤醒了
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觉悟；又以《每周评论》为阵地，为五四运动提出了不断深人的战斗纲领、口号
动的干将们还身先士卒，冲到了斗争第一线去散发传单；陈为此还被捕，由于各界的营救，三个月后才获释

  所有这些，雄辩地证明了陈独秀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领袖。据朱务善等1923
是青年学生）心目中大人物是哪几位？结果以孙中山、陈独秀、蔡元培三人票数最多。①[《本校二十五周年
学日刊》，1924年3月4～7日。]这也有力地驳斥了那种认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大体上说来也不曾领导过
法，是多么站不住脚。 

  五、关于五四运动的结果 

  五四运动的结果：由启蒙转向救亡，社会主义压倒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民主，这是


